
““
■ 本报记者 王勇

Figures02 数字
２０20．9.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

1月 22日， 北京市协作者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紧
急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
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
依托分布于北京、 长三角、 珠三
角、 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
服务网络， 从需求监测、 信息救
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
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 为困
境农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务。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协
作者“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服
务了 766 个困境农民工家庭，
1705 名成人，5007 名儿童以及
11 所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救援
服务。

协作者还应邀在民政部和
国家卫健委组织召开的疫情防
控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救援经验，
将救援行动中的研究发现、服务
经验和政策建议传递给政府和
社会，使救援行动成为丰富社会
工作介入灾害管理的实践样本。

协作者在救援过程中对脆
弱性较高的困境农民工家庭开
展了动态需求监测评估， 并对
311 个农民工家庭开展了问卷调
查， 围绕农民工家庭的基本情
况、健康情况、社会保障、疫情信
息获知情况、 疫情信息识别能
力、疫情心理影响、疫情对工作
和生活的影响、幸福感、疫情后
规划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最终
形成了《脆弱与潜能———疫情下
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

作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
协作者结合调查研究发现的困
境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和能力，
确立了“紧急救援———政策倡
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行
动策略与干预目标：

一是通过个性化的紧急救
援， 使困境家庭得到信息知识、
心理支持、防护物资和生计救援
等服务，基本生存和健康安全得
到保障，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得
到提升；

二是通过公众教育和政策
倡导，将该群体的需求传递给政
府和社会，使更多的部门、组织
和个人切实理解该群体，促进疫
情防控工作更加完善和人性化；

三是通过总结提炼本土灾害
管理经验，支援其他组织和部门。

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农民工
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
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家
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
业与居住更加稳定，但流动成本
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
的能力更弱。

特别是因为家庭成员患有
疾病、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能
力、单亲等原因而深陷困境的农
民工家庭，其主要劳动力普遍年
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
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
非正规就业， 缺乏社会保障，同
时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家庭的
压力， 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
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他们的
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
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
于 4000 元， 其中困境家农民工
庭（81.12%）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农
民工家庭（57.14%），49.20%的农
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 2 个
月以上的家庭生活 ； 同时有
71.38%的农民工工家庭不了解农
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报告指出，协作者通过本次
救援行动发现：农民工家庭应对
灾难的脆弱性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 第一个是物质方面的脆弱
性，表现为收入低、家庭无存款、
健康状况差、缺乏基本防护物资
等； 第二个是组织方面的脆弱
性，表现为缺少来自单位、社会
服务机构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支
持和帮助；第三个是态度方面的
脆弱性，表现为因信息不对称而
产生的恐惧和消极，缺少儿童视
角，以及灾害管理和生涯规划意
识薄弱等。 这些脆弱性实际上是
该群体的组织、健康、劳动等权
益长期缺失，在灾难时刻的集中
体现。

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对农民工家庭的返乡返
城、生活、生计、子女教育、情绪
心理和未来生计及计划都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疫情暴发于春节，处于

农民工返乡的大潮，57.56%的农
民工家庭比预期延迟了返城打
工，其中对比新冠疫情和 2008 年
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性质差异
导致返城意愿更低，长期艰苦的
打工环境导致外出务工信念下
降，一方面是农民工家庭觉得对
比起在老家的生活，在城市打工
的日子太苦了，另一方面是失去
了一些在城市通过打工奋斗改
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

而对很多离乡背井多年的
农民工家庭而言，老家已经没有
地可种，没有房子，没有维持生
计的出路， 也失去了社会关系，
留在城市继续打工的农民工家
庭子女教育是影响未来选择的
关键因素。

幸福指数期望不高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
虽然农民工家庭基本实现复工，
但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整体经济
形势对家庭生计的影响仍在持
续， 制造业工厂工作量减少，非
正规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
工家庭收入减少。 那么，在整体
市场经济下滑，农民工家庭的生
活和工作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对
幸福感又如何理解？

报告显示，68.17%的农民工
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
是收入降低， 生活会受到影响，
困境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家庭对
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低，对未来生
活幸福指数期望不高，也更缺少
改善的信心和规划。 31.46%的困
境家庭认为现在比 5 年前生活
更差。 但他们对未来依然充满信
心： 在对 5 年后的幸福感预判
上，59.43%的困境家庭认为 5 年
后会比现在强。

报告显示，农民工家庭对于
未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子女
教 育 （72.67% ）， 健 康 保 障
（44.69%），工作（33.44%）和住房
（18.65%）。 同时经过本次疫情的
影响，农民工家庭希望未来在三
个方面积极改善，一是希望找到

更稳定工作， 更好地来支持家
庭；二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
在子女教育，希望下一代能够有
更好的生活；三是更加注重个人
卫生、家庭健康。

建立长效机制

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
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流动人口。 我们在该群体身上
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
将惠及每个人。 在农民工家庭脆
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
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
失问题。 ”

报告从制度建设、服务提升
以及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就建立
农民工灾害管理与社会救助长
效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呼吁农
民工政策与服务创新应树立“家
庭视角”“儿童视角”“第三部门
视角”“政社合作视角”和“三社
联动视角”等，以降低农民工家
庭的脆弱性，提升其可持续发展
能力。

制度建设方面，报告建议：
第一，农民工政策制定需建

立“家庭”视角。 从数字化统计、
政策制定和服务安排等方面，意
识到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困境农
民工家庭的存在与需求。

第二，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
政策制定应有“非正规就业”视
角，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特

别考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利
益诉求。

第三，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
会救助体系。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
助政策设计与落实应有“城乡一
体化”视角，避免困境农民工被

“悬挂”。
第四， 构建“三社联动”机

制。 农民工家庭政策与服务需要
树立“三社联动”视角。

第五，构建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三方联动机制。

服务提升方面，报告提出：
在灾害预防阶段，要推动社

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介
入农民工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功能，协
助困境农民工提升摆脱困境的
能力；整合教育部门、社区服务
部门和社会组织力量提升教育
服务的供给和质量。

在灾害救助阶段，在灾害发
生时， 以社区和社会组织为主
导，识别困境农民工群体，从疫
情防护到生活需要，做好监测和
救助工作；在对农民工家庭进行
紧急救助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
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就业
帮助， 包括以工代赈等方式；在
救灾政策和服务落实时，充分考
虑农民工群体的多样性，增强适
用性、可及性和人文关怀。

文化建设方面， 报告提出，
要建立尊重、接纳、包容的社会
文化；构建有利于新老市民交往
的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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